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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ArcGIS软件对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进行分析，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与

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从夏—西周到清—近现代6个时期中，遗址数量及

在总数中的比重、出现频率呈倒“V”型变化，从萌芽阶段到巅峰阶段，至衰落阶段。② 遗址的

空间分布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东高西低”转变为后3个时期的“西高东低”，人类活动空间重心

发生了转移。③ 遗址主要分布在1~5级坡度上，其比重由春秋—秦时期的75%增至清—近现

代时期的93.75%；而遗址集中分布高程则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的4~8级转移到后3

个时期的1~4级，且其数量表现出明显的从高海拔的山地丘陵向低海拔平原、从高坡度向低坡

度转移。④ 研究区遗址演变模式与典型干旱区遗址迁移模式相反，表现为特殊的“中上游→下

游”迁移的“湿润模式”。⑤ 研究区文化遗址分布、时空演变受政治、经济、生产力等人文因素和

地貌、海拔、坡度、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由于其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虽然遗址分布

和演变表现出一定的河谷谷地、阶地、平原、水资源等“自然因素”指向性规律，但更突出表现为

生产力水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商贸交通等“人文力量”指向性规律，这一点在中后期表现得

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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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遗址是人类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形态。

对文化遗址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类对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社会变迁、文化流变等人地

关系进一步地认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内外已经开始对文化遗址研究[1]，学者们

对文化遗址演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包括气候、水文、地貌在内的自

然因素和包括文化、农业、牧业、技术、生产力在内的人文因素两大方面，并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2-6]。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分布特点与环境演

变的关系、时空演变动力、文化遗址模型等方面[7-12]。遥感及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

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因此，卫星影像[13]、ArcGIS和Mapinfo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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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析[14]、趋势面分析[15]等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文化遗址的研究中。从研究视角和类
型看，学者们多从环境考古的角度来研究人地关系[16]，尤以热点考古地区进行的定量研
究为主[17]，文化遗址预测模型也是学者们主要的研究类型视角之一[18-21]，而综合性的对比
研究则相对较少[22]。

现有的文化遗址研究区域绝大多数集中于中国的东部省份、长江和黄河等流域，而
对伊犁河谷文化遗址的研究，多见于历史学[23]、考古学[24]、人类学[25]、气候学与沉积学[26-27]

等领域，而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则并不多见。新疆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也是丝绸
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伊犁河谷则是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要冲，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源远流
长，是新疆文化遗址的富集区和典型区，尚需加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本文以伊
犁河谷为研究区，运用ArcGIS软件对文化遗址的形成、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了夏朝
以来文化遗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了人文历史与自然环境因素对其形成时期、分布
格局、迁移模式等方面的影响，以期为伊犁乃至新疆文化遗址的认知、保护和开发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伊犁河谷位于中国新疆西北角（80°09′~84°56′E，42°14′~44°50′N），三面环山，为

“三山夹两谷”的地貌轮廓，地貌与海拔高程如表1所示。伊犁河谷东西长360 km，南北
最宽处 275 km，面积 5.64×104 km2。气候温和湿润，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10.4 ℃，年降水量 417.6 mm，山区达 600 mm，是新疆最湿润的地区，素有“中亚绿
洲”、“塞外江南”的美誉[28]。

伊犁河谷自古就是中国多民族栖息之地，先后居住过先秦时期的塞人，西汉至魏晋
时期的大月氏人、乌孙人，隋唐时期的突厥人、回鹘人以及元明时期的蒙古人等[25]。由
于伊犁河谷是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必经之地，因此，在不同的海拔和地貌部位遗留下大量

表 1 伊犁河谷地区主要地貌类型[29-30]

Tab. 1 Geomorphologic types in the region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海拔(m)

501~800

801~1800

1801~2700

2701~3800

>3801

地貌类型、分布范围与特征

山前冲洪积扇倾斜平原、冲积平原和河谷平原：山前冲洪积扇倾斜平原主要分布在巩乃斯河、喀什
河、特科斯河等支流出山口的山麓地带；冲积平原由巩乃斯河、喀什河、特科斯河支流，以及三大
支流汇合形成的伊犁河冲积平原组成，其地面略有起伏，多被溪流切割呈梁状或条带状；河流两侧
的阶地，地面平坦，切割微弱。河谷平原位于巩乃斯河、喀什河、特科斯河等支流，以及伊犁河河
谷地带，包括规模较小的现代河床、河漫滩、低阶地等，生长河谷次生林、草甸等植被。

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带：主要分布在谷地两侧的低山丘陵、山前冲洪积扇和高阶地上。包括西部昭
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的丘陵和高阶地上，中部的阿吾拉勒山、北部喀什河谷地的高丘陵和高阶地
上，东部巩乃斯谷地海拔800~1800 m的低山丘陵和高阶地上。

侵蚀作用的中山带：主要分布于婆罗科努山、那拉提山和哈尔克他乌山等1800~2700 m山区。流水
侵蚀强烈，深切峡谷、障谷纵横，多为陡削的坡面地形。有中起伏（起伏度500~1000 m）和大起伏
（起伏度1000~1500 m）中山。森林茂盛，草场优良，为林牧生产场所。

冰缘作用的亚高山带：主要分布于婆罗科努山、那拉提山和哈尔克他乌山等2700~3800 m的山区。
据海拔高度和起伏度，又分为冰缘作用低起伏中山（起伏度小于500 m），中起伏高山（起伏度500~
1000 m）和大起伏高山（起伏度1000~1500 m）。多被横向岭谷分隔，古冰川遗迹遍布，冰缘微地貌
发育。亚高山草甸，为夏牧场。

冰川积雪作用的高山或极高山带：主要分布在哈尔克他乌山和比其克山等的高山与极高山地区，据
海拔高度和起伏度，又分为冰川作用的中起伏高山（起伏度500~1000 m）和大起伏高山及极高山
（起伏度1000~1500 m）。现代冰川和永久积雪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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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富有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化遗址，成为新疆文化遗址的典型研究区之一。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新疆伊犁河谷多年考古发掘的1029处考古遗址，并参考中国文物
普查认定标准进行分类，其中，古遗址包括各类文化遗存。作者曾在2010-2014年对研究
区几十处关键文化遗址点的规模、年代、特征以及地貌、海拔、人文历史等进行过多次
详细、系统地考察。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文化遗址按其所属年代归类，对于年代不详
的少量遗址点予以剔除，并根据考古学、年代学体系和研究区各历史朝代的政治、经济
特点，将夏朝至近现代时期的文化遗址所处的历史朝代划分为夏—西周、春秋—秦、西
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现代是指1949年之后）等6个时期。

为进一步探寻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变化，首先对伊犁河谷 90 m分辨率 SRTM
DEM数据、地形和水系图及各时期遗址点，在ArcGIS下进行处理和矢量化；其次，在
伊犁河谷不同海拔分层设色地形图上分别制作各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图 1-图 6）；然
后，从各时期遗址分布的空间范围、数量、位置、出现频率，并结合人文历史因素和地貌、
气候变迁等自然环境因素，探讨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特点与人地关系。

3 文化遗址分布状况

3.1 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特点
3.1.1 夏—西周时期 夏—西周时期
是6个时期中时间跨度最长而文化遗
址数量最少、出现频率最低的时
期，其比重仅为总数的0.29%，可谓
萌芽阶段。3处遗址中有 1处分布在
西部的霍城县，另2处均分布在东部
的尼勒克县。在遗址分布的地貌类
型上，霍城县的果子沟河畔石堆墓
位于海拔 501~700 m 的果子沟河西
岸边，赛铜矿遗址和穷科克遗址则
分别分布在海拔 1201~1600 m 的喀
什河南岸、阿吾拉勒山北坡和海拔
1001~1200 m的喀什河中游南岸阶地
上（图1）。
3.1.2 春秋—秦时期 遗址数量和出现频率分别达338处和60.04个/100a，遗址比重占总
量的32.85%，可谓之发展阶段。遗址类型趋于丰富，比上一时期新增两种遗址类型。从
文化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上看，82.54%的文化遗址分布在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带，具体
为东部巩乃斯谷地的低山丘陵和高阶地上，中部的阿吾拉勒山、北部喀什河及西部昭苏
盆地和特克斯谷地的高丘陵和高阶地上。从遗址分布的海拔上看，海拔1201~1600 m的
低起伏低山上文化遗址最多，高达107处，其次是801~1000 m的低丘陵，分布有82处遗
址，两者共占该时期的 55.91%；而海拔 800 m以下的平原、谷地仅分布 24.26%的遗址。
遗址的分布范围由前期的中部地区扩大到整个伊犁河谷，逐渐形成东部新源县、中部巩
留县、北部尼勒克县3个富集区，遗址数量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图2）。

3.1.3 西汉—南北朝时期 西汉—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最多（422）、比重最大

图 1 伊犁河谷夏—西周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1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Xia and

Western Zhou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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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出现频率较高 （53.90
个/100a），可谓巅峰阶段。文化遗
址类型有所减少，仍以古墓葬为
主。文化遗址所处的地貌类型与春
秋—秦时期类似，即 79.62%的遗址
分布在喀什河谷地、中部的阿吾拉
勒山、东部巩乃斯谷地、西部昭苏
盆地和特克斯谷地的丘陵和高阶
地。东部巩乃斯谷地两侧的低山丘
陵和高阶地上文化遗址占 62.32%，
且海拔 1201~1600 m 的低起伏低山
处文化遗址分布最多，高达 129
处，其次是 801~1000 m 的低丘陵，
分布有 108 处遗址，两者共占该时
期的 53.62%。遗址的分布范围没有
太大的变化，且仍以新源县、尼勒
克县、巩留县 3 个富集区域为主，
其分布“东高西低”的格局继续得
到巩固，遗址比重较前一阶段有所
上升，空间集中性进一步加强（图3）。
3.1.4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文
化 遗 址 数 量 （101）、 遗 址 比 重
（9.82%） 和 出 现 频 率 （30.98 个/
100a） 均出现下降，可谓下降阶
段。该时期文化遗址在 501~2700 m
的各种地貌类型上分布数量相对比
较均匀，其中，20.79%分布在海拔
501~800 m 山前冲洪积扇倾斜平
原、冲积平原和河谷平原，63.37%
的遗址位于801~1800 m黄土覆盖的
低山丘陵带，其他则分布于 1801~2700 m侵蚀作用的中山带上。海拔 1201~1600 m的低
起伏低山地带文化遗址分布最多，为 24 处，而 801~1000 m 的低丘陵则分布有 18 处遗
址，两者共占 41.58%。遗址分布范围分散化趋势明显，区域集中性差。与前 3 个时期

“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截然相反，遗址分布重心向西转移，西部地区分布了 71.29%的
遗址，遗址分布“西高东低”的格局已经形成（图 4）。
3.1.5 宋元明时期 宋元明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比重与隋—唐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但出
现频率（15.20个/100a）下降较快，因此，可谓停滞阶段。文化遗址类型为古墓葬、古遗
址、石窟寺及石刻。与前一时期相似，遗址分布地貌类型以海拔1201~1600 m的低起伏
低山的文化遗址最多，为23处遗址，其次是801~1000 m的低丘陵，分布有22处，两者
共占43.27%。遗址分布范围比前一个时期更加扩散化，集中性进一步弱化，西部地区分
布了 69.23%的文化遗址，昭苏县、察布查尔县 2个文化遗址富集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
遗址分布“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更加明显（图5）。
3.1.6 清—近现代时期 清—近现代时期遗址数量、比重和出现频率均为春秋—秦时期以

图 2 伊犁河谷春秋—秦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2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Qin dynasties

图 3 伊犁河谷西汉—南北朝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3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ies-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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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最低值（图 7），因此，可谓衰
落阶段。而文化遗址类型却是有史
以来最丰富的阶段。从遗址所处的
地貌类型和海拔上看，81.97%的文
化遗址分布在 501~800 m 的山前冲
洪积扇倾斜平原、冲积平原、河谷
平原，而只有 14.75%分布在 801~
1800 m 的低山丘陵带，与前 5 个时
期低山丘陵带分布较高比例遗址的
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该时期，文化
遗址分布的地域明显缩小，分布范
围趋于收敛，西部的霍城县、察布
查尔县和伊宁市 3 个地区分布的遗
址比重达 83.61%，西部地区文化遗
址富集中心的地位最终确立，“西高
东低”的分布格局最为明显（图6）。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伊犁河谷
文化遗址数量及在总数中的比重、
出现频率基本呈明显的“先增后
降”的倒“V”型变化趋势。其分
别从夏—西周时期的3处，0.29%和
0.23 个/100a，春秋—秦时期的 338
处，32.85%和 60.04 个/100a，增至
西汉—南北朝时期的 422 处，增幅
为21.65%，比重为41.01%，而出现
频率则降至 53.9个/100a；之后，三
者分别骤减至隋—唐时期的 101
处，9.82%和 30.98个/100a以及宋元
明时期的104处，10.11%和15.20个/
100a；最后，遗址数量及其比重继
续降至清—近现代时期的 61 处，
5.93%，出现频率则升至 19.49 个/
100a（图7）。
3.2 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的高程

变化
将高程进一步分为 16级：500~

600 m， 601~700 m， 701~800 m，
801~900 m， 901~1000 m， 1001~
1100 m，1101~1200 m，1201~1300 m，
1301~1400 m， 1401~1500 m， 1501~
1600 m，1601~1700 m，1701~1800 m，
1801~1900 m，1901~2000 m，2001 m
以上，其中，500~600 m 为第 1 级，

图 4 伊犁河谷隋—唐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4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图 5 伊犁河谷宋元明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5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图 6 伊犁河谷清—近现代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图
Fig. 6 Cultural sites of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the Qing-Modern period

800



5期 王 芳 等：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依次类推，2001 m 以上为第 16 级，
并按照高程分级统计不同历史时期文
化遗址的数量、绘制其高程百分比曲
线图（图8），据此分析不同时期伊犁
河谷文化遗址的高程变化。研究发
现，伊犁河谷文化遗址的高程变化特点
如下：

（1）夏—西周时期文化遗址的高
程百分比曲线与其它时期存在明显差
异，主要原因是该时期的遗址样本太少
（仅3处），因此，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2） 春秋—秦、西汉—南北朝 2
个时期的文化遗址样本点最多，所
以，通过其高程百分比曲线可以了解
遗址实际的分布状况。这 2 个时期遗
址主要分布在4~8级高程（801~1300 m），其累计比重均超过同时期56%。遗址百分比曲
线的峰值有 2 个，且均出现在 4 级（801~900 m）、8 级（1201~1300 m）处。11 级高程
（1501~1600 m）以上地区的遗址数量较少。

（3）隋—唐、宋元明时期的遗址高程百分比曲线的一致性较高，但曲线更加趋于平
缓。与春秋—秦、西汉—南北朝相比，这2个时期文化遗址的高程百分比曲线发生了显
著变化，遗址分布逐渐向低海拔处缓慢转移。曲线的峰值演变为3个，虽然其中2处出现
在4级、8级高程处，但另一峰值区却转移到高程更低的2级高程（601~700 m）。此外，
8~10级高程（1201~1500 m）遗址的百分比大大下降，由春秋—秦、西汉—南北朝时期
的26%降至隋—唐、宋元明时期的15%左右。总之，上述遗址高程的变化，体现出海拔
相对较低地区的遗址数量增加的趋势明显。

（4）清—近现代时期遗址的高程百分比曲线变化显著，文化遗址分布的高程再次下
降。首先，遗址主要分布在 1~3级高程（500~800 m）范围内，其比重高达 81.97%；其
次，曲线峰值点减少，由隋—唐、宋元明时期的3处峰值演变为该时期的1处；同时，峰
值点所处的高程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上2个时期的4级、8级高程转移到2级高程（601~
700 m）处。1~2级高程处遗址比重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的 4%，上升至隋—

图 7 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数量及出现频率
Fig. 7 Number and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cultural sit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historical periods

图8 历史时期伊犁河谷不同海拔上遗址百分比的变化图
Fig. 8 Proportion changes of cultural site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altitud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historci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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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和宋元明时期的14%，继而进一步剧增至清—近现代时期65.57%。其中，仅2级高程
处遗址比重就占该时期总量的47.54%，其百分比的迅速上升，说明文化遗址分布向低海
拔处转移显著。
3.3 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的坡度变化

利用ArcGIS对伊犁河谷不同时期文化遗址的坡度进行分析，根据地貌状况，将坡度
由低到高分为 14级：0~1°，1°~3°，3°~5°，5°~7°，7°~9°，9°~11°，11°~13°，13°~15°，
15°~17°，17°~19°，19°~21°，21°~23°，23°~25°，25°~76°，其中，0~1°为第 1级，依次
类推，25°~76°为第 14级。逐级统计各级坡度的文化遗址数量百分比（图 9），发现不同
时期文化遗址的坡度分布存在以下特点：

（1）夏—西周文化遗址全部分布在 1~4级坡度（0~7°）的平缓地和缓坡地。该时期
遗址数量最少，导致其坡度曲线起伏波动大。

（2）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文化遗址的坡度分布曲线基本一致，文化遗址数量分
布均随着坡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而且，遗址主要分布在 1~5 级坡度上，其比例均在
75%左右，其中，集中分布在1~2级坡度范围内遗址比例由春秋—秦时期的33.14%缓慢
增至38.48%，并分别在第5级（7°~9°）和第4级坡度（5°~7°）上有较多的遗址分布。7
级以上坡度的遗址较少。遗址分布表现出向低坡度地区缓慢转移的趋势。

（3）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文化遗址的坡度曲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文化遗址数量均
随着坡度的增加而降低，其分布继续向低坡度地区转移或集中的趋势明显。这2个时期
遗址分布的坡度虽然同样集中在1~5级坡度，但比重（均超过83%）明显高于春秋—秦
和西汉—南北朝的 75%。其中，1~2 级坡度的遗址比重较大，比例分别达到 41.95%和
54.35%，均为前2个时期的2倍。而7级以上坡度的遗址明显降低，其比重均由前2个时
期的19%左右降至13%。

（4）清—近现代时期文化遗址的坡度分布进一步表现为集中的趋势，1~5级坡度遗址
的比例高达93.75%，而高坡度地区少有遗址分布，说明文化遗址坡度分布范围呈现收缩及
集中的趋势，人类活动趋于更广阔、平坦的地区。其中，1 级坡度的遗址比例增至
38.52%，其百分比迅速上升，反映出遗址分布坡度进一步向低坡度地区转移的趋势最为显著。

总体来看，各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数量均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减少，虽然集中
于 1~5级坡度范围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显表现出从高坡度向低坡度转移的趋势。
虽然曲线峰顶均位于1级坡度上，但其比重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2个时期的20%左
右上升至隋—唐和宋元明时期的28%，进而增至清—近现代时期的38.52%。而7级以上
坡度的遗址明显降低，表明遗址坡度分布下降的趋势。

图9 历史时期伊犁河谷不同坡度上文化遗址百分比的变化图
Fig. 9 Proportion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sites distributed along slope grad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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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遗址变迁与驱动力分析

研究区文化遗址分布、兴衰、变迁是地貌、水文等自然因素及其政权更迭、经济发
展、商贸交通等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自然因素（尤其是水资源）是先民赖
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基础，而自然因素是一个多因素构成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综合
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影响。第二，影响文化遗址发展演变的因
素是多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遗址时空分布的影响是基础性的，而改变其影响强
度、变化速度和迁移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人类活动。研究发现，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
化遗址时空分布变化有如下特征。
4.1 文化遗址时间变化特点

伊犁河谷风沙沉积晚全新世（约 3.78-0 ka BP）孢粉记录揭示出 3.7-2.78 ka BP （夏
—西周时期）研究区气候整体干旱[27]，由于夏—西周时期是研究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
会过渡的历史阶段，伊犁河上游的塞人初步学会使用青铜器进行生产活动[31]，整体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主要以原始的游牧经济为主，兼营狩猎；再者，研究区地处西北一隅，
早期的对外交通及商贸交流相对封闭，因此，留存遗址量少。

2.78-2.10 ka BP相当于研究区春秋—秦时期，此时风力较弱、气候湿润[26]，河西走
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原地区通过伊犁河谷与西方的商贸交流[23]，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得
到推广和应用[32]。200 BC前后，乌孙部落逐渐迁徙到此地，与塞人、月氏一道建立乌孙
国[33]。研究区畜牧业发达，使其成为游牧部落的驻牧之地；政治和社会环境趋于稳定，
社会、商贸活动日益发展，生产和生活聚落不断增多、扩大，逐渐成为北疆游牧民族的
主要居住地乃至北疆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

200 BC-600 AD罗马暖期相当于研究区西汉—南北朝[27]，气候温暖湿润。汉代“和
亲”加强了汉朝与乌孙的沟通和联系，促进了研究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34]。张骞凿空西
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后，极大促进了中原与研究区的商贸交流[33]。“西域都护”、“西域长
史”等机构的先后设立使得中西交流显得更为畅通，民族融合加强，丝绸之路进入繁荣
时代[23]。西域各国城池防御、军事工事、石刻以及生产场所等应运而生，大量的文化遗
址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其遗址数量是6个时期中最多的。

隋—唐和宋元明时期伊犁河谷分别经历了中世纪冷期（600-900 AD）、中世纪暖期
（900-1350 AD）和小冰期（1350-1850 AD） [27]，人类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隋—唐时
期，中原地区又一次实现大统一的局面，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加强，天山以南设
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设北庭都护府[35]，大大提高了北疆的政治地位。然而，此时伊犁
河谷既不是突厥人的政治中心，也不是唐朝统辖西域的政治中心。相对而言，这一时
期，研究区统治政权几度易手，致使研究区战争频繁，造成生产破坏，所以，文化遗址
留存数量较上一时期明显减少。

宋元时期，中原的封建生产方式继续向边疆地区扩展，促进了伊犁河谷地区封建经
济的继续发展。蒙元帝国建立之后，丝绸之路畅通，商贸兴盛[36]。但由于蒙元帝国的历
史不足百年，致使陆上丝绸之路出现短暂的繁荣后又趋于衰落。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开
始进入繁荣时期。明朝初期，吐鲁番部强大，15世纪晚期之后，明朝最后放弃新疆；与
此同时，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兴盛发展，并取代了西北丝
绸之路成为贸易的主要通道。这一时期，研究区社会动荡加剧，经济中心地位不再，文
化遗址留存数量与隋—唐时期相当。

虽然清—近现代时期伊犁河谷气候整体表现变干的趋势[27]，不利于研究区的生产活
动，但清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阶段，自乾隆以后的历代帝王重视对西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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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并取得了反对外来侵略的胜利。清代中
期，政府大量移民到伊犁地区戍边，垦荒造田，进行农业生产，并设置伊犁将军管辖，
使伊犁地区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然而，至中华民国之前，研究区战争频繁，社会动
荡，交通阻断，西北丝绸之路彻底走向衰落；加之，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较短，仅
有半个世纪之久，而清代以来的大部分聚落遗址没有被废弃，一直延续使用至今，还没
有来得及形成遗址，故清—近现代时期遗留至今的文化遗址数量有限。
4.2 文化遗址空间变化特点

（1）遗址分布的地貌、海拔和坡度变化
纵观各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数量均随着海拔和坡度的增加而降低，并表现

出明显的由高海拔向低海拔、从高坡度到低坡度转移的趋势。遗址主要分布在1~5级坡
度上，其比重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的75%增至隋—唐和宋元明的83%以上，至清
—近现代时期达到94%；遗址集中分布的高程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的4~8级
转移到后3个时期的1~4级，其中，1~4级高程遗址比例则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
期的23%左右增至隋—唐和宋元明时期的34%，之后剧增至清—近现代时期达到83%。

总之，在801~1400 m范围内的低山丘陵带分布的遗址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而501~

800 m范围内的山前冲洪积扇倾斜平原、冲积平原和河谷平原上文化遗址比例整体呈上
升趋势，且遗址逐渐向 1~5 级（0~9°）平缓地、缓坡地范围内集中。文化遗址表现出

“两高变两低”的迁移过程，即“从高海拔的低山丘陵向低海拔平原转变，从高坡度到低
坡度转变”。

遗址从河谷阶地走向平原是因为：第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自然经济时代，人类
发展农业不得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
流 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同时，靠近山林，利于狩猎和采集之便利[37]。低山丘陵区古
遗址多在高阶地上，而古墓地多在丘陵上即为证。第二，随着人口增多，狭窄的阶地面
已不足以承载众多人口，由河流冲积而形成的沃土平原更适宜人类耕种和商品经济的发
展。第三，生产工具改进为人们进入平原创造了条件。先民可以用较为先进的工具修筑
堤坝、抵御洪水，引水灌溉（在阶地上不用担心洪水，但是引水灌溉困难）。平原区坡度
小，易于大面积灌溉，并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古城。

（2）遗址分布的格局演变
在夏—西周、春秋—秦、西汉—南北朝3个历史时期中文化遗址数量的空间分布格

局为“东高西低”，而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后3个历史时期中文化遗址数量的空
间分布格局却为“西高东低”（图1-图6）。

前 3个时期，东部地区是遗址分布的重心，文化遗址数量在夏—西周、春秋—秦、
西汉—南北朝时期的分别占总量的66.67%、76.92%、80.48%；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区
遗址分布格局悄然发生变化。隋—唐时期以后，遗址分布重心由东部转向西部，西部地
区文化遗址数量的比例在后3个时期分别为75.12%、60.08%、85.94%，成为伊犁河谷文
化遗址分布的重心。

5 讨论

文化遗址迁移的方向大体有两种：“下游➝中上游”迁移和“中上游➝下游”迁移，
而“下游➝中上游”迁移是典型干旱区遗址的迁移模式。钱云[35]、熊黑钢等[5]、舒强等[37]、
钟巍等[6]学者在新疆的研究结果已经证实了此模式。水是干旱区绿洲赖以生存的基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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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各绿洲的繁荣与消失[5]。新疆地处西北典型干旱区，水资源一直是制
约新疆人类活动的最主要因素。作为人类活动“烙印”的遗址，大多分布在南北疆众多
的河流两侧。由于同一条河流上（中）游人口数量剧增，需要扩大垦殖和屯田，发展灌
溉农业，以满足粮食、物资等生活所需。因此，上（中）游地区耗水严重，造成下泄水
量减少，严重影响了下游地区人类的生产和生存；而下游地区由于河流断流，生产灌溉
和生活用水困难，原有的农田、居住地被迫废弃，只能沿河溯游而上，寻找便于灌溉和
饮水的新居住地及农作区。因此，对于分布在干旱区同一河流、不同流域部位的众多文
化遗址而言，就会出现文化遗址沿同一条河流（域）自下而上逐渐依次废弃的现象，即
形成遗址“下游➝中上游”迁移的“干旱模式”。

研究区的遗址在前3个时期主要分布在河流中上游，而后逐渐向下游迁移，这与新
疆其他地区遗址“下游➝中上游”迁移的“干旱模式”截然相反。这种干旱区的遗址演
变特殊的反向模式，即“中上游➝下游”迁移，可谓之“湿润模式”。其形成与伊犁河谷
独特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密切相关。伊犁河谷北面科古琴山、婆罗科努山可抵挡来自
西伯利亚的干冷气流，东面依连哈比尔尕山可阻挡来自准噶尔盆地的干热，南面哈尔克
他乌山、那拉提山可阻挡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沙，西可接纳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这
一独特的“三山夹两谷”的“口袋”状地貌轮廓，使其成为新疆最湿润的地区。再者，
虽然伊犁河谷地处干旱区，但降水丰沛，伊犁河年平均径流深为268 mm，是新疆平均值
的5.7倍，年径流量153亿m3，占新疆年径流总量的79%，且研究区河流众多，遗址变迁
受水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其遗址演变表现为“中上游➝下游”迁移的“湿润模式”。

诚然，战争等人文因素可以使地处干旱区的城池、遗址、绿洲消失，但不会使处于
同一条河流的遗址向中上游迁移[5]，主要原因在于水资源、河流流量等自然因素是干旱区
人类活动的“命脉”；反之，当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不再成为干旱区中相对湿润区人类活动
最主要的“瓶颈”因素之时，遗址迁移就会突破原来的“下游➝中上游”干旱模式。

6 结论

（1）对比历史时期伊犁河谷1029处文化遗址数量及其在总量中的比重、出现频率可
知，它们基本均呈现明显的“先增后降”的倒“V”型变化。将文化遗址空间分布及其
演变过程与伊犁河谷地风沙沉积晚全新世孢粉记录及气候变化综合分析结果[27]对比发
现，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演变过程与区域气候变化过程并非一一对应。然而，后3个时期
研究区遗址分布不断向低海拔和低坡度地区集中，既与隋—唐和宋元明时期研究区经历
了中世纪冷期、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以及清—近现代时期伊犁河谷气候整体表现变干
等气候冷期相对应，也是对历史上研究区数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大力垦荒等活动的响应。

（2）研究区遗址分布的格局经历了从前3个时期“东高西低”到后3个时期“西高东
低”的演变过程。前3个时期，东部地区遗址比重均超过总量的66%，而后3个时期，西
部地区遗址比例均高于60%。研究区虽曾有过不同的民族、部落、邦国以及冷暖、干湿
交替的气候，但文化遗址重心经历了由东到西的演变过程，表明伊犁河谷人类活动空间
重心的转移。

（3）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数量表现出明显由高海拔向低海拔、高坡度向低坡度地
区转移趋势。遗址分布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4~8级高程为主最终转移到清—近
现代时期的1~3级高程为主；各时期遗址虽然主要分布在1~5级坡度上，但1~2级坡度上
的遗址比重由春秋—秦和西汉—南北朝时期的36%左右增至清—近现代时期的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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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研究区独特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致使文化遗址的迁移表现出与新
疆其他地区遗址“下游➝中上游”迁移的“干旱模式”截然相反的模式，即“中上游➝
下游”迁移的“湿润模式”。

（5）气候、地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以及生产力发展、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商贸
交通等人文因素是导致研究区遗址产生和迁移的驱动因素。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基础
性的，而改变其影响强度、变化速度和格局演变的最重要因素则是人类活动。早期自然
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显著，后期人文因素的作用更突出，若两者叠加共同作用（正作用
和负作用）则可使文化遗址演变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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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it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driving forc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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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it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Northwest China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cGIS software.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patio -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sites, human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s and proportions of the sites,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ir occurrence, exhibited an inverted V-shaped change trend during six
historical periods. These covered the initial, peak, and declining stages of six periods extending
from the Xia- Western Zhou dynasties to the Qing- Modern perio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shifted from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during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to "high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during the latter three periods, illustrating a change in the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sit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on slopes of
grades 1- 5. The proportion of sites increased from 75%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Qin
dynasties to 93.75% during the Qing- Modern period. The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site
elevations shifted from grades 4- 8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Qin dynasties, and the
Western Ha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grades 1-4 during the latter three periods. The
number of sites showed a shifting trend from high mountains and hills to low plains, and from
high slopes to low slopes. In particular,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sites in the study area
exhibited a special "moist" pattern of migration from middle and upstream areas to downstream
areas, as opposed to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sites located in typical arid areas. The paper also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spatio - 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sites, notably, human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productivity, and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geomorphology, altitude, slope, and climate.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 and
spatio - 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sites exhibited an orientation toward natural laws
pertaining to factors such as river valleys, terraces, plains, and water resources, they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orientation toward laws, relating to human- driven forces including productivity
levels,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siness and trade, and transport, which were
more evident during the latter historical periods.
Keywords: Ili River Valley; historical periods; cultural sites; spatio - temporal distribution;
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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